
唐宋敦煌节日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朱国立

节日是人们生活中的特殊时日。 节日在中国的形成、 确立与发展源自四时之变和农

耕文明的发展， 与岁时紧密相连。 随着历史的发展， 节日名目不断增多、 节庆内容更加

丰富， 节日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涵。 关于唐宋敦煌节日的记载， 见于敦煌文献中的

入破历、 愿文、 书仪等文献， 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敦煌的民俗、 社会、 宗教等提供了可

能。 在对相关文书和既有成果进行研读过程中， 发现敦煌的节日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故

将偶得谨记于此， 权作引玉之砖。

一、 敦煌的节日体系与名目

研究敦煌的节日， 首先要明晰敦煌的节日有哪些， 即厘清敦煌的节日体系与名目。
敦煌文献中的寺院入破历、 归义军衙内入破历等经济文书中， 保留了不同节日期间寺

院、 归义军政府的物料支出明细， 如 Ｐ ２０３２Ｖ 《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
记载了岁日、 正月十五日、 二月八日、 寒食、 七月十五日、 冬至、 十二月八日、 岁除等

节日期间粟、 酒、 油等物品的支出情况； Ｐ ４６４０Ｖ 《归义军衙府纸破历》 则保留了不同

日期赛驮马神、 赛金鞍山神、 赛祆神等活动中纸的支出明细； 这是最能直接反映敦煌节

日名目的材料。 不过， 这类材料因宗教或礼制的缘由， 不能全面展现当时节日开展的情

况， 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而， 我们要把目光转向经济文书之外， 探寻当时敦煌地区的节日名目、 节日饮

食、 节俗活动等问题， 以更为全面的展现敦煌节日的繁荣程度。 所幸敦煌文献里的愿

文、 杂抄、 书仪等材料， 对很多节日有所载录。 如 Ｓ ２８３２ 中的 《十二月时景兼阴晴云

雪诸节》 存于敦煌流行的愿文范本之中， 不仅描写了四季和每个月的物候， 还载录了

岁日、 正月七日、 正月十五日、 二月八日、 二月十五日、 三月三日、 四月八日、 五月五

日、 七月七日、 七月十五日、 九月九日、 冬至、 腊月八日、 腊日、 岁除日 （黄征、 吴

伟编校 《敦煌愿文集》， 长沙： 岳麓书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８１、 ８４－８５ 页） 等节日的问候

语。 Ｐ ２７２１ 等十余个写卷内容为 《杂抄》， 又被称为 《珠玉抄》 《益智文》 《随身宝》，
是一般庶民使用的抄撮日常知识和基本学养的通俗蒙书 （郑阿财、 朱凤玉 《敦煌蒙书

研究》，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８１－１８２ 页）， 是当地知识传授的重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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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教材， 其 “辨年节日” 条记载了元正、 社日 （春社、 秋社）、 三月三日、 四月八

日、 五月五日、 六月六日、 三伏日、 七月七日、 七月十五日、 八月一日、 九月九日、 十

月一日、 冬至、 十二月八日、 腊、 寒食等节日的由来和主要节俗。 Ｐ ２６４６ 等 ３７ 件写

卷， 均为出自晚唐敦煌河西节度掌书记张敖之手的 《新集吉凶书仪》 《新集诸家九族尊

卑书仪》 或 《新集书仪》， 是当地流传的应用文书范本， 内容涉及了岁日、 社日、 寒

食、 端午、 重阳、 冬至六个节日。 依此类文献来看， 这一时期敦煌的节日主要有： 岁

日、 社日、 寒食、 端午、 重阳、 冬至、 人日、 正月十五日、 二月八日、 二月十五日、 三

月三日、 四月八日、 七月七日、 七月十五日、 八月一日、 十月一日、 腊八、 腊、 岁除。
我们将以上节日名目与 《唐六典》 “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 条和 《唐会要》 “节

日” 条进行对比， 可以发现： 敦煌的节日， 除二月十五日外， 全部涵盖于 《唐六典》
《唐会要》 中的节日名目之中， 这表明敦煌地区在节日相关规定上因袭了唐帝国的既有

成规， 承袭了中原的节日体系和名目。 另外， 从史料来看， 即便到了五代宋初时期， 敦

煌的节日体系和名目仍然与中原文化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 张泽咸先生在对唐代节日进

行研究时 （张泽咸 《唐代的节日》， 《文史》 第 ３７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 年， 第

６５－９２ 页）， 将节日分为官方系统和民间传统。 依此标准， 前论承袭自中原的敦煌节日

体系和名目， 实际上是官方系统节日的传播； 归义军时期祈赛天王、 祆神、 羊神等神祇

的节俗活动， 则属于节日的民间传统范畴。 我们在研究敦煌节日时， 应改变重点研究官

方节日的局面， 兼顾官方系统和民间传统。

二、 唐宋敦煌节日特征

从节日体系和名目来看， 敦煌承袭了中原文化的传统。 实际上， 节日名目与体系的

承袭是文化承袭的必然结果与表现， 所以敦煌的节庆内容也无可避免的承袭了中原地区

的相关文化。 如 “寒食上墓” 之俗在唐玄宗朝时被编入礼典、 成为了官方礼制。 从保

存在敦煌本土书仪 Ｓ ５６３６ 中的 《寒食相迎屈上坟书》 及 Ｓ ３７２８ 《乙卯年归义军柴场司

判评》 所载三月间 “墓头造食柽伍束”， 可知敦煌地区官方和民间都流行此俗。 其他诸

如七夕乞巧、 重阳登高、 冬至拜贺及祭祀青苗神、 蚕神等俗， 敦煌与中原地区同样无

异。 不过， 由于自然环境、 文化、 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 敦煌地区的节庆活动也表现

出了自身的特点， 概而言之， 有以下三点：
其一， 宗教色彩浓厚， 多元宗教、 文化、 习俗相互融合。 唐宋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居

有很高的地位， 参与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节日活动中还能找到道教、 祆教

的元素， 且儒释道祆等呈现出了融合的特点。 如 Ｓ ７９９ 卷记载了一则端午符咒： “五月

五日天中节， 一切恶事尽消灭。 急急如律令！” 此时的端午节已经成为宣扬儒家忠义的

节日， 敦煌出现的端午符咒则是道教的 “密法”， 体现了儒道的融合。 Ｓ ６３１５ 《佛事斋

文》： “又持是福， 庄严张女郎神、 江神、 海神、 河神等。” 本是举办佛事活动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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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女郎神却属于道教系统， 体现了佛道之间的融合 （谭蝉雪 《敦煌民俗： 丝路明珠

传风情》，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０８ 页）。 此外， 敦煌还存在祆教与儒、
释相融的情况， 如 Ｐ ４６４０Ｖ 《归义军衙府纸破历》 庚申年 （９００） “四月八日， 赛祆支

画纸叁拾张”、 辛酉年 （９０１） “三月三日， 东水池及诸处赛祆用粗纸壹帖”， 其中四月

八日佛诞日起自佛教， 三月三日上巳节乃中国的传统习俗， 所赛的祆神则是来自祆教的

神祇， 在这样的节日里赛祆， 既体现了祆教的本土化、 在地化， 同时也是祆教与佛教、
儒家相融合的表现。 总的来看， 节日期间各种宗教信仰在敦煌地区呈现一种 “是神都

信， 是鬼都敬” （施萍婷 《本所藏 〈酒账〉 研究》， 《敦煌研究》 创刊号， １９８３ 年， 第

１５２ 页） 的局面， 多元文化和不同习俗在这里互动与融合。
其二， “胡风” 浓郁， 外来文明元素丰富。 敦煌自汉晋以来即是 “华戎之间一都会

也”， 外来文化与中华文明在此交融。 《张淮深变文》 中说 “独有沙州一郡， 人物风华，
一同内地”， 似能表明敦煌与内地风俗无异， 但多元的民族和文化， 使得敦煌居民的日

常和节日生活带有明显的异域色彩、 充满了 “胡风”。 对此， 我们从敦煌文献中所载胡

酒、 胡枣、 胡饼、 胡林子等称谓， 就能略窥其貌。 或许是受 “胡风” 的影响， 敦煌的

节俗活动也呈现出了别于内地的特点。 如 Ｐ ４６４０Ｖ 《归义军衙府纸破历》、 Ｐ ２６２９ 《归
义军衙府酒破历》 和 Ｓ １３６６ 《使衙油面破历》 等文书所记录的赛青苗神、 鹿家泉赛神、
马圈口赛神、 赛驮马神、 赛金鞍山神、 结葡萄赛神、 赛驼神、 赛祆等活动中， 青苗神、
鹿家泉赛神和赛金鞍山神是农业生产和山川神崇拜的表现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 而驼

神、 祆神及葡萄神等则是舶来的 “胡神”， 这是外来文明在敦煌地区的发展， 从而使这

一时期的敦煌节俗活动中呈现出了 “胡风” 弥满的特点。
其三， 因地制宜， 开展特色节庆活动。 唐宋敦煌降水量较小、 境内也没有大流量的

江河， 因而很多节俗发生了变革。 如端午节竞渡活动在南朝宗懔的 《荆楚岁时记》 中

就已经出现， 在唐代更是出现了规模宏大的龙舟竞渡活动 （张勃 《端午龙舟竞渡习俗

至迟出现于唐代考———兼谈民俗史研究中史料的搜集与释读问题》， 《民族艺术》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３－６０ 页）， 但敦煌显然不具备举办这种活动的自然条件。 因而， 代之以

登山、 滑沙的活动， 正如 Ｓ ５４４８ 《敦煌录》 所载： “风俗： 端午日， 城中士女， 皆跻高

峰， 一齐蹙下， 其沙， 声如雷吼； 至晓看之， 峭崿如旧。 古号鸣沙， 神沙而祠焉。”
（李正宇 《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３０１ 页）
由于自然环境和佛教盛行的原因， 印沙佛的活动在敦煌地区也十分流行。 当然， 敦煌对

祆神、 驮马神、 羊神等神祇的祈赛， 既是 “胡风” 的保留， 也是因地制宜的表现。

三、 敦煌节日的研究价值

唐宋敦煌节日活动的开展， 揭示了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场景， 折射着当

时的社会和时代特征 （张弓 《敦煌春月节俗探论》， 《中国史研究》 １９８９ 年第 ３ 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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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页）。 因此， 对其进行研究， 具有以下价值：
其一， 加深归义军时期敦煌宗教、 文化史的研究。 周一良、 赵和平二位先生在研究

敦煌书仪时指出 “节日是我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某种程度上很能反映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思想。” （周一良、 赵和平 《唐五代书仪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１２ 页） 诚然， 节日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生活， 各种宗教、 文

化、 民俗等都展现其间， 儒家、 佛教、 道教、 祆教等不同元素融汇于节庆活动之中。 通

过对节日的研究， 可以还原敦煌地区的多元信仰体系， 还能从中窥知它们碰撞、 交流、
融合的过程， 为研究敦煌地区的宗教融合、 文化融合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其二， 探究归义军政权的政治建构和社会治理。 归义军政权通过僧官系统对佛教节

日进行了调控， 对诸如二月八日、 四月八日、 七月十五等节日期间僧人的行事都进行了

规定， 如有违反则予责罚； 归义军政权还在不同节日向敦煌官、 民提供数量不等的纸、
酒、 粟等用品， 强化对节日的参与和掌控； 归义军政权还选取节日时期雕刻佛像扩大自

身影响力； 此外， 归义军政权在节日期间对下属的赏赐及下属的拜贺， 起到了明确社会

秩序、 强化社会礼制和维护归义军统治的作用。 因此， 通过研究节日， 有望在一定程度

上重构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建构和社会治理状况。
其三， 揭示唐宋敦煌地区多民族和谐相处、 多文明共同发展的面貌， 丰富唐宋河西

地区民族史的研究。 唐宋时期， 敦煌地区不仅是汉民族的栖息地， 还生活着粟特、 吐

蕃、 吐谷浑、 龙家、 于阗等民族， 其民族成分十分复杂， 呈现出了汉民族为主、 多民族

杂处共居的格局 （郑炳林 《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 《兰州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２１ 页）。 节日期间， 各民族共同参与节庆活动， 将

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节俗对比， 可以发现由其他民族迁徙而带

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 “胡俗”， 这无疑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勾勒敦煌特殊的民族格

局， 进而推进利用敦煌文献研究民族史的课题。
此外， 古代中国是一个具有乡土性的礼俗社会。 而礼俗社会运行的前提是礼制的施

行， 即中华礼乐文明的实践； 节日活动的开展则是礼制施行、 礼乐实践的重要表现。 因

而， 可以依据敦煌保存的基层社会举办节庆活动的资料， 自下而上的考察中国传统节日吸

收 “胡俗” 的过程， 探查外来文明融入中华礼乐文明体系的路径。 总之， 通过对敦煌节

日的研究， 可以从不同面向丰富敦煌社会史、 文化史、 宗教史、 政治史等研究的开展。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至公” 研究生科研训练项目 “唐宋敦煌佛教节日研究”
（１８ＬＳＺＧＡ００３）； 甘肃省科技计划软科学专项 “丝绸之路 （甘肃段） 文化景观溯源再现

研究” （２０ＣＸ４ＺＡ０８４）； 兰州大学服务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项目 “一带一路甘

肃段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２０１９－ＦＷＺＸ－１５）
（朱国立， １９９０ 年生，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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